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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鸻鹬类是迁徙水鸟中的重要类群，其种群动态能够指示湿地生态系统的变化。但目前对影响内陆

湿地鸻鹬类分布的关键环境变量尚不明确。本研究以洞庭湖为研究区域，基于物种—生境关系理论，利用

2013/2014—2021/2022 越冬期的水鸟调查和遥感反演数据，结合野外食源调查，通过最佳子集回归、广义线性

模型和层次分割等方法，分析长喙长腿（LB-L）、长喙短腿（LB-S）和短喙（SB）鸻鹬类的分布，探究宏观

生境变量和微观生境变量（底栖动物密度）对不同形态鸻鹬类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东洞庭湖是三种不同形

态鸻鹬类分布的绝对优势分布区，LB-L 鸻鹬类主要分布于东洞庭湖中的大小西湖和白湖，LB-S 鸻鹬类主要分

布在白湖，SB 鸻鹬类在各核心区均有分布，且无显著差异。宏观层面上，浅水面积、人为干扰和水文连通性

是影响 LB-L 鸻鹬类分布的关键环境变量，浅水面积是影响 LB-S 鸻鹬类分布的关键环境变量，人为干扰是影

响 SB 鸻鹬类分布的关键环境变量。微观层面上，LB-L 鸻鹬类的分布与不同微生境的底栖动物密度均高度相关，

LB-S 和 SB 鸻鹬类的分布仅与部分微生境的底栖动物密度相关。本研究完善了洞庭湖越冬水鸟生态学研究，对

洞庭湖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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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pattern and the crucial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horebirds in Dongting Lake W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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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orebirds are an important group of migratory waterbirds, and its population dynamics can indicate the 
changes of wetland ecosystem. However, the crucial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ffecting the shorebird distribution in 
inland wetland are still unclear.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species-habitat relationships in waterbirds, and applying data 
from waterbird surveys, field surveys, and remote sensing inversion in Dongting Lake region during the period from 
2013/2014-2021/2022, this paper analysis to identify the crucial environment variables that influence the distribution of 
LB-L, LB-S and SB shorebirds, and discuss the impact of macro-habitat variables and micro-habitat variables (benthic 
density)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hese shorebird by employing optimal subset regression,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and hierarchical segmentation. Results show that East Dongting Lake was the dominant distribution area of 
th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shorebirds, Baihu Lake and Daxiaoxi Lake in East Dongting Lake were the main distribution 
areas of three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shorebirds. LB-L shorebird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Daxiao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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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湿地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顶端，水鸟对环境

变化十分敏感，常被用来监测和评价环境的变化 [1]。

近年来由于栖息地的退化和丧失，全球范围内超过

一半的鸻鹬类种群数量呈现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

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尤为显著 [2-3]。探究影

响鸻鹬类分布的关键环境变量是有效开展栖息地保

护和管理的前提。因此，明确鸻鹬类水鸟的分布格

局，探究影响鸻鹬类水鸟分布的关键生境因子，有

利于制定针对性的保护计划，对湿地生物多样性保

护和湿地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水鸟群落的分布取决于栖息地的环境条件。已

有研究表明，适宜栖息地面积 [4]、水位波动 [5]、食 
物 [6]、人类干扰 [7-8] 和水文连通性 [9-10] 是直接或间

接影响水鸟栖息地利用的重要环境变量。此外，鸟

类形态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为鸟类功能特征的研究奠

定了基础 [11]。基于水鸟形态的生态学研究大多都集

中在喙的大小和形状上，因为喙的特征与饮食生态

位资源的竞争有关 [12-14]。然而，最近研究表明，更

全面的形态特征组合比单独的体型和喙长更能有效

地预测鸟类的营养生态位或相互作用 [15]。因此，在

研究环境变量对鸻鹬类分布的影响时，还应充分考

虑全面的鸟类形态特征组合的作用。

洞庭湖湿地位于长江中游荆江南岸，是中国第

二大淡水湖，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

上的重要停歇点和越冬地 [16]。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

置和水文节律，洞庭湖呈现出“涨水为湖，落水为

洲”的景观，孕育了丰富多样的动植物资源。枯水 
期，大片洪水退去，草滩和泥滩相继出露 [17]。受湿

地高程影响，洞庭湖湿地出现多个片状带子湖。每

个子湖沿海拔从高到低依次分布着植被、泥滩和水

体三种主要的生境类型。其中，泥滩和浅水区域为

捕食底栖动物的鸻鹬类水鸟提供了适宜的栖息地和

觅食区 [18]。

当前，大多数关于鸻鹬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沿

海湿地，内陆湿地关于鸻鹬类分布的影响研究几乎

空白，虽然东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的鸻鹬类

主要经过中国东部沿海，但内陆湿地为一些特定的

鸻鹬类物种提供了重要栖息地 [19]，且内陆湿地较沿

海湿地的水文条件和食物组成有很大不同 [20-21]。因

此，开展内陆湿地鸻鹬类生态学的研究可以完善对

非繁殖期鸻鹬类水鸟的认识。本研究假设洞庭湖湿

地鸻鹬类的分布与泥滩面积、浅水（＜ 20 cm）面

积、退水速率、水文连通性、人类干扰和食物等环

境因子有关，且其分布因形态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

异。基于 9 个越冬期（2013/2014—2021/2022）的鸻

鹬类水鸟调查数据，识别鸻鹬类在洞庭湖的分布格

局 ；利用遥感反演提取宏观生境变量，运用最佳子

集回归、广义线性模型和层次分割等方法，筛选影

响鸻鹬类分布的关键宏观生境因子 ；结合野外食源

调查，分析食物对不同形态鸻鹬类分布的影响。本

研究结果旨在为洞庭湖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

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撑。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洞庭湖（28°30′~ 30°20′ N，111°40′~ 113°10′ E）

位于长江中下游，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也是一个

典型的通江湖泊。作为季节性淹水湖泊，洞庭湖湿

地是长江中下游平原越冬水鸟的重要栖息地。洞庭

湖由东洞庭湖、南洞庭湖、西洞庭湖和横岭湖组成。

其中，东洞庭湖是洞庭湖面积最大的部分。经过十

余年探索，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水鸟调查监测已形

成较为固定的调查片区和调查方案。依据该方案，

本研究的调查区域覆盖整个洞庭湖，其中东洞庭湖

的调查区域主要覆盖 5 个核心区，即大小西湖、丁

字堤、白湖、红旗湖和春风湖（图 1）。

1.2  鸻鹬类调查

本研究对鸻鹬类进行了 9 个越冬期（2013/2014 
—2021/2022）的调查。调查数据主要来自东洞庭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每年冬季开展的水鸟同步调查和

本研究团队开展的冬季水鸟调查。调查时间选择在

每个越冬期的一月中上旬，因为在这段时间内，越

Lake and Baihu Lake, LB-S shorebirds we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Baihu Lake, and SB shorebirds were distributed 
in all core area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macro level, shallow water area, human disturbance and 
hydrological connectivity were the crucial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affecting LB-L shorebirds distribution, shallow 
water area was the crucial environmental variable affecting LB-S shorebirds distribution, and human disturbance was 
the crucial environmental variable affecting SB shorebirds distribution. At the micro level, the distribution of LB-L 
shorebirds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nsity of benthic animals in different microhabitats, while the distribution of 
LB-S and SB shorebirds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benthic animal types in some microhabitats. This study h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ec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wintering waterbirds in Dongting Lake, thereby playing a crucial guiding role 
in term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wetland management within this region.
Key words ：shorebirds; distribution pattern; crucial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habitat loss; Dongting Lake we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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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水鸟种群数量基本稳定，人为干扰较小，有利于

鸻鹬类水鸟调查。为了确保数据准确性，采用研究

区域同步调查和水鸟绝对数量统计的方法，同时尽

量选择在晴朗、能见度较高的天气进行，避开雨雪

或大风天气。每次调查从日出后一小时开始，持续

4~5 个小时。调查采用样点法，每个调查区域根据

实际情况选择若干个点，用 GPS 记录水鸟的分布位

点，由 2~3 名经验丰富的调查人员使用 10×42 的双

筒望远镜和 20~60 的单筒望远镜，对鸻鹬类的数量

进行计数。为了避免重复计算，仅从调查区域上空

飞过的不会被记录，除非明显受到调查人员的干扰

而惊飞的鸻鹬类。

鸻鹬类的形态特征会影响其对栖息地的利用。

因此，本研究根据鸻鹬类的性状（喙和跗跖的长度）

将该物种分为三组 ；1）短喙鸻鹬类（SB）；2）长

喙短腿鸻鹬类（LB-S），通常在泥滩或极浅水中觅食；

3）长喙长腿鸻鹬类（LB-L），通常在浅水中觅食。

分类时使用到的性状数据参照 Tobias 等 [11] 的研究。

1.3  宏观生境因子

本研究选取浅水（＜ 20 cm）面积、泥滩面积、

退水速率、水文连通性和人为干扰 5 个宏观生境因

子。选取 2013/2014—2021/2022 年 1 月中旬（与鸟

类调查同一时期）的遥感影像，提取 5 个核心区的

泥滩面积、浅水（＜ 20 cm）面积。

采用决策树分类方法对生境（泥滩和水域）进

行分类，使用标准误差矩阵对每张影像进行分类精

度评估 [22]。对分类后的影像计算泥滩面积。进一步

采用“水位—高程差值法”计算浅水面积，即采用

水位（城陵矶水文站 8:00 am）减去高程，计算浅

水区域面积 [18, 23]，基于 30 m 分辨率的高分辨率数

字高程模型（DEM），对高程进行梯度 0.1 m 的重

分类 ；在湖南省水文信息查询系统（http://slt.hunan.

gov.cn/hnsw/）中查询鸻鹬类调查时的水位数据 ；计

算水深在 0~0.2 m 的浅水面积，即浅水（＜ 20 cm）

面积。

由于不同核心区盆底的海拔高度不同，在退水

期间的泥滩暴露速度可能不一致，从而影响到适宜

栖息地面积的暴露。因此，根据水位和海拔计算出

苔草完全暴露的时间和此时核心区的水体面积。在

越冬期水位最低时提取其水体面积，并记录其年序

日。用水体面积的变化除以时间的变化，计算退水

速率，方法为 ：

 
0

0

DD
WWR

i

i

−
−

= （1）

式中 ：R 为退水速率，Wi 和 Di 分别是苔草全部暴

露时的水体面积和年序日，W0 和 D0 分别是越冬期

水位最低时的水体面积和年序日。

东洞庭湖 5 个核心区水文连通性存在差异。根

据水鸟调查点对水文连通性进行定性表达，并将其

分为连通、半连通和不连通三类。与整个湖泊相连，

有不间断的水流且不干涸的区域被认为是连通的 ；

仅在景观上连通的区域被认为是半连通的 ；与湖泊

完全分离的区域被认为是不连通的。根据人类活动

定义人为干扰水平，分为高人为干扰、中人为干扰

和低人为干扰三类 [18]。在水鸟越冬期，有频繁的人

为干扰且距公路较近的被认为是高人为干扰 ；人为

干扰较为频繁的被认为是中人为干扰 ；人为干扰较

少且距公路较远的被认为是低人为干扰。

1.4  底栖动物调查

底栖动物于 2022 年 1 月采样，与当年的鸻鹬

类水鸟调查同期。为了分析底栖动物（食物）对鸻

鹬类的影响，选择一个鸻鹬类热点分布区和两个非

热点分布区进行采样。采样时，利用 20~60 单筒望

远镜对鸻鹬类进行观察，确定鸻鹬类的觅食区域，

在觅食区域随机采集 5 个重复样本。每个样本的采

样点根据含水量区分出三种微生境 ：1）泥滩 0~5 
cm，土面潮湿，但没有明显的地表水 ；2）泥滩

5~10 cm ；3）浅水区域且水深深度小于 20 cm。本

研究的采样方案包括在三个微生境内发现的所有底

栖动物。

使用沉积物取样器（25 cm×25 cm×30 cm）收

集特定深度的沉积物，使用 0.3 mm 孔径大小的网

筛进行筛分，过滤出底栖动物。筛分过程中不得对

网筛进行揉搓，以免造成底栖动物的损失。将筛分

过后的剩余物，放置在白磁盘中静置两个小时，将

所有可见的底栖动物挑选出来，用 10% 的福尔马

图 1　研究区域图
Fig. 1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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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溶液保存，用于随后的物种鉴定和定量统计。底

栖动物分类标准参照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淡

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HJ 710.8—2014）。

1.5  数据统计与分析

使用 D'Agostino-Pearson 综合检验对数据进行正

态性检验。采用 Bartlett test 检验方差齐性。对通过

正态性检验的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

进行 Tukey 事后检验 ；对未通过正态性检验的变量

进行 Kruskal-Wallis 秩和检验（比较多个连续的独

立样本），随后进行 Dunnett 检验进行两两事后比较 
（使用 Bonferroni 对 P 进行校正）。

进一步使用最佳子集回归（“bestglm 包”）筛

选最优模型组合。利用该方法选取最佳子集。采用

广义线性模型（GLM）：负二项式回归分析鸻鹬类

种群与环境变量的关系。使用负二项式回归时因变

量需满足以下条件 ：1）观测值不独立，时间上呈

现空间聚集性。2）因变量表现出离散化现象，即

方差大于均值，以上因变量均得到满足。为了减

少解释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影响，使用层次分

割。识别每个解释变量的独立贡献，并将其与其他

变量相关的联合贡献分开。这包括在解释独立于其

他自变量的响应变量时对自变量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hierarchical partitioning，“hier.part 包”）。

所有统计分析均使用 R 4.2.0 [24] 版本。

2  结果与分析

2.1  洞庭湖鸻鹬类水鸟分布分析

2013/2014—2021/2022 年越冬期，洞庭湖记录

鸻鹬类 19 种，共 33.13 万只。其中 LB-L 鸻鹬类 8 种，

LB-S 鸻鹬类 6 种，SB 鸻鹬类 5 种。共有 5 种珍稀

鸻鹬类，其中 1 种为濒危物种（Endangered, EN）：

大杓鹬（Numenius madagascar），4 种为近危物种

（Near-Endangered）：白腰杓鹬（Numenius arquata）、

黑 尾 塍 鹬（limmosa Limosa）、 斑 尾 塍 鹬（Limosa 
lapponica）和凤头麦鸡（Vanellus Vanellus）。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东洞庭湖与西洞庭湖、南

洞庭湖、横岭湖的鸻鹬类水鸟数量分布差异显著 
（表 1）。东洞庭湖是鸻鹬类的绝对优势分布区，东

洞庭湖的鸻鹬类水鸟数量显著高于西洞庭湖、南洞

庭湖和横岭湖。分布热点图结果显示，鸻鹬类水鸟

在洞庭湖的分布主要集中在东洞庭湖，而东洞庭湖

内部鸻鹬类水鸟的分布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图 2）。

表 1　洞庭湖不同形态特征的鸻鹬类水鸟数量
Table 1　Abundance of shorebirds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Dongting Lake

鸻鹬类 东洞庭湖 横岭湖 西洞庭湖 南洞庭湖

LB-L 13 188±2 020a 619±479b 106±24b 27±12b

LB-S 20 957±3 970a 463±349b 555±159b 83±45b

SB 884±132a 74±33b 175±40b 34±13b

注 ：表中不同字母表示不同区域间同一形态鸻鹬类水鸟的差异。

图 2　洞庭湖不同形态特征鸻鹬类水鸟的分布格局
Fig. 2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horebirds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Dongting Lake

东洞庭湖不同形态鸻鹬类在 5 个核心区间的分

布也存在明显差异。其中，LB-L 鸻鹬类在白湖和

大小西湖的丰度显著高于春风湖、红旗湖和丁字堤；

LB-S 鸻鹬类在白湖的丰度高于春风湖、红旗湖、大

小西湖和丁字堤；SB 鸻鹬类在 5 个核心区均有分布，

但各核心区之间的分布差异不显著（表 2）。综上所

述，白湖和大小西湖是 LB-L 鸻鹬类的重要越冬地，

而 LB-S 鸻鹬类则主要分布在白湖。SB 鸻鹬类在各

核心区的分布无显著差异。

2.2  环境变量比较分析

东洞庭湖 5 个核心区间的宏观生境因子差异显

著。退水速率在东洞庭湖各核心区间存在显著差异

（图 3），白湖和丁字堤的退水速率显著大于春风湖、

红旗湖和大小西湖。泥滩面积在各核心区间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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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东洞庭湖不同形态特征鸻鹬类水鸟的数量
Table 2　Abundance of shorebirds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East Dongting Lake.

鸻鹬类 白湖 丁字堤 大小西湖 红旗湖 春风湖

LB-L 6 067±1 105a 1 788±993b 5 275±1 477a 439±365b 66±33b

LB-S 14 053±3 233a 6 191±3 548b 1 154±607b 368±309b 607±410b

SB 222±81a 250±150a 219±71a 259±107a 199±95a

注 ：表中不同字母表示不同核心区间同一形态鸻鹬类水鸟的差异。

图 3　东洞庭湖核心区的环境变量
Fig. 3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in the core area of East Dongting Lake

注 ：图中不同字母表示不同核心区间环境变量的差异。

差异。白湖的泥滩面积显著高于春风湖、红旗湖和

大小西湖。丁字堤的泥滩面积显著高于春风湖和红

旗湖。浅水面积在各核心区之间的差异也十分显著。

白湖和丁字堤的浅水面积显著高于春风湖、大小西

湖和红旗湖，大小西湖的浅水面积显著高于红旗湖

和春风湖。

水文连通性主要用于评价鸻鹬类水鸟觅食的潜

在生境条件，根据实际的生境状况，白湖和丁字堤

的水文连通性最好，其次是大小西湖，再次是红旗

湖和春风湖。春风湖的人为干扰程度最高，其次是

红旗湖和丁字堤，大小西湖和白湖的人为干扰程度

最低。

2.3  鸻鹬类种群分布与宏观生境因子的关系分析

环境因子对 LB-L 鸻鹬类水鸟影响的最优模型

组合为浅水面积、水文连通性、人为干扰和退水速

率。使用广义线性模型分析该最优模型组合与 LB-L
鸻鹬类丰度的关系，结果表明，LB-L 鸻鹬类与浅

水面积呈显著正相关，与人为干扰程度和水文连

通性呈显著负相关。浅水面积、人为干扰和水文连

通性对 LB-L 鸻鹬类分布的重要性分别占 33.80%、

33.07% 和 17.32%（表 3）。根据其重要性排序，人

为干扰、浅水面积和水文连通性是影响 LB-L 鸻鹬

类分布的关键环境变量。环境因子对 LB-S 鸻鹬类

影响的最优模型组合为浅水面积、泥滩面积、水文

连通性和退水速率。其中浅水面积是影响 LB-S 鸻

鹬类分布的关键环境变量，其对 LB-S 鸻鹬类分布

的重要性占 32.80%。环境因子对 SB 鸻鹬类影响的

最优模型组合为人为干扰，人为干扰程度是影响

表 3　鸻鹬类水鸟数量与关键环境变量之间的关系
Tabl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bundance of shorebirds and crucial environmental variables

鸻鹬类 环境因子 系数 SE Z 值 P 值 重要性 （%） 

LB-L

浅水面积 0.015 0.004 3.510 < 0.001 33.80

人为干扰 -1.953 0.476 -4.100 < 0.001 33.07

水文连通性 -2.015 0.919 -2.270 0.025 17.32

退水速率 0.005 0.018 0.247 0.805 6.37

LB-S

浅水面积 0.016 0.006 2.971 0.003 32.80

泥滩面积 -0.000 2 0.001 -0.468 0.640 27.64

水文连通性 -1.746 1.090 -1.602 0.109 18.83

退水速率 0.014 0.021 0.659 0.509 5.23

SB 人为干扰 -0.864 0.401 -2.155 0.031 5.22

注 ：重要性是指在独立于其他自变量解释响应变量时，对自变量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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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鸻鹬类分布的关键生境变量，其对 SB 鸻鹬类分

布的重要性占 5.22%，且是本研究中唯一对 SB 鸻

鹬类影响显著的生境变量。

2.4  鸻鹬类种群分布与底栖动物的关系分析

除泥滩 0~5 cm 外，鸻鹬类热点分布区与非热

点区的底栖动物差异显著。浅水区域底栖动物密度

在各核心区间存在显著差异（图 4）。丁字堤的底栖

动物密度显著高于春风湖和大小西湖，大小西湖的

底栖动物密度高于春风湖。在泥滩 0~5 cm 处，各

核心区间的底栖动物密度无显著差异，泥滩 5~10 
cm 的底栖动物密度在各核心区之间差异显著。丁

字堤的底栖动物密度显著高于春风湖和大小西湖，

大小西湖的底栖动物密度显著高于春风湖。

底栖动物组成在不同微生境间存在差异。对

于浅水区域的底栖动物而言，春风湖、丁字堤和大

小西湖的底栖动物主要是以水生昆虫为主 ；在泥滩

0~5 cm 处，春风湖和丁字堤主要以水生昆虫为主，

大小西湖的底栖动物主要以水生昆虫和颤蚓类为

主 ；在泥滩 5~10 cm 处，大小西湖的底栖动物以颤

蚓类占比最大，其他两个地点的底栖动物以水生昆

虫为主（图 5）。

通过广义线性模型对底栖动物密度和不同形态

鸻鹬类的数量进行拟合，结果表明，鸻鹬类水鸟数

量与底栖动物密度密切相关，且因形态差异而不同。

LB-L 鸻鹬类与底栖动物密度显著相关。LB-L 鸻鹬

类与浅水区域的底栖动物总密度、水生昆虫、双壳

类和腹足纲呈显著正相关，与颤蚓类呈显著负相关；

LB-L 鸻鹬类与泥滩 0~5 cm 深度的水生昆虫、双壳

类和颤蚓类呈显著正相关，与总密度和腹足纲呈负

相关 ；LB-L 鸻鹬类与泥滩 5~10 cm 深度的底栖动

图 4　鸻鹬类水鸟热点分布区和非热点分布区的底栖动物密度
Fig. 4　Density of benthic animal in areas of priority and non-priority distribution of shorebirds

注 ：图中不同字母表示不同核心区底栖动物密度的差异。

图 5　鸻鹬类水鸟热点分布区和非热点分布区的底栖动物组成
Fig. 5　Composition of benthic animal in areas of priority and non-priority distribution of shorebi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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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总密度、水生昆虫、双壳类和颤蚓类呈显著正相

关，与颤蚓类呈负相关。对于 LB-S 鸻鹬类，它们

只与部分底栖动物类别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

这种相关性会随着微生境的差异而不同。LB-S 鸻

鹬类与浅水区域的水生昆虫、双壳类和腹足纲存在

显著的正相关 ；LB-S 鸻鹬类与泥滩 0~5 cm 深度的

底栖动物总密度和腹足纲的关系不显著，与双壳类

和颤蚓类的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水生昆虫显著负

相关 ；LB-S 鸻鹬类与泥滩 5~10 cm 深处的水生昆虫

和双壳类呈显著负相关，与腹足纲呈正相关。对于

SB 鸻鹬类而言，SB 鸻鹬类与浅水区域的底栖动物

总密度和腹足纲密度呈显著正相关，与水生昆虫、

双壳类和颤蚓类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与泥滩 0~5 cm
深度的底栖动物总密度、水生昆虫、双壳类和颤蚓

类呈显著正相关，与腹足纲呈显著负相关 ；与泥滩

5~10 cm 深处的底栖动物总密度、腹足纲和颤蚓类

呈显著正相关（表 4）。

综上所述，LB-L 鸻鹬类与底栖动物的关系更

密切。由于其长喙和长跗跖，便于其捕食底栖动物。

而对于跗跖相对短小的 LB-S 鸻鹬类，其觅食的取

食范围明显受到形态特征的影响 ；SB 鸻鹬类，由

于其复杂的食性，其采取明显的机会主义觅食策略，

因为这类鸻鹬类对底栖动物的选择取决于底栖动物

的密度而非种类。

表 4　不同形态鸻鹬类与底栖动物密度的关系
Table 4　Relationship between shorebirds with different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benthic animal density

微生境 底栖动物
LB-L LB-S SB

系数 Z 值 P 值 系数 Z 值 P 值 系数 Z 值 P 值

浅水区域

水生昆虫 0.002 9.686  < 0.001 0.002 10.375  < 0.001 -0.001 -2.464  0.013

双壳类 0.129 7.471  < 0.001 0.151 7.101  < 0.001 -0.174 -3.419  < 0.001

腹足纲 0.003 2.047 0.048 0.026 4.867  < 0.001 0.039 3.537  < 0.001

颤蚓类 -0.001 -2.598  0.009 -0.001 -1.753 0.079 -0.003 -2.750  0.006

总密度 0.000 3 44.130  < 0.001 0.001 1.917 0.055 0.000 08 2.599  0.009

泥滩
0~5 cm

水生昆虫 0.006 8.336  < 0.001 -0.002 -2.418  0.016 0.009 4.937  < 0.001

双壳类 0.012 7.736  < 0.001 0.003 2.045  0.041 0.014 5.148  < 0.001

腹足纲 -0.019 -13.094  < 0.001 -0.001 -0.665 0.506 -0.017 -5.479  < 0.001

颤蚓类 0.004 15.076  < 0.001 0.001 4.878  < 0.001 0.002 4.026  < 0.001

总密度 -0.000 3 -15.240  < 0.001 -0.001 -1.442 0.149 0.000 2 2.926 0.003

泥滩
5~10 cm

水生昆虫 0.030 10.879  < 0.001 -0.004 -1.968  0.049 0.009 1.835 0.066

双壳类 0.181 3.703  < 0.001 -0.104 -4.223  < 0.001 -0.023 -0.428 0.668

腹足纲 -0.008 -3.677  < 0.001 0.005 2.404 0.016 0.011 2.583  0.009

颤蚓类 0.069 14.204  < 0.001 0.006 1.505 0.132 0.057 6.499  < 0.001

总密度 0.003 116.110  < 0.001 0.004 2.305 0.212 0.000 4 3.215  0.001

3  讨论

3.1  鸻鹬类的分布格局

通过对洞庭湖 2013/2014—2021/2022 年 9 个越

冬期的鸻鹬类水鸟数量进行分析，LB-L 鸻鹬类的

重点分布区是白湖和大小西湖，LB-S 鸻鹬类的重点

分布区是白湖，这可能是由于大小西湖位于东洞庭

湖，属于保护区的核心区。近年来，得益于保护区

开展的生态修复和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大小西湖的

生境状况稳步趋好，其越冬水鸟数量得到有效提升。

白湖是东洞庭湖受干扰最小的天然湿地，其地理位

置优越，位于东洞庭湖腹地，为越冬水鸟提供了广

阔的觅食区域 [18]。SB 鸻鹬类在各核心区间的分布

差异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 SB 鸻鹬类类群主要

由鸻组成，一方面鸻能够应对繁殖地和觅食地的各

种干扰 [25]，它们分布范围极广，除湖泊湿地，鸻类 

在草地、耕地、裸露沙地和农田等生境中都广泛分

布。另一方面，鸻类的食性复杂，基于胃容物的检

验表明，其食物资源包括谷物、昆虫、植物种子和

底栖动物等 [26]。

2017 年底，湖南省政府主导的“拆围”工程，

共拆除矮围 459 座。其中包括红旗湖和春风湖。矮

围拆除后，适宜生境发生显著变化，导致这些区域

的水鸟数量和多样性显著下降 [27]。因此，在本研

究结果中，红旗湖和春风湖虽然维持了一定数量的

鸻鹬类水鸟，但与其他区域相比并不具备显著的数

量优势。丁字堤在 2022 年记录到两万余只鸻鹬类，

但在其他年份记录到的鸻鹬类数量较少。这可能是

由于 2022 年属于正常退水年份。有研究认为，在

季节性淹水湖泊湿地中，水位的变化对水鸟来说至

关重要。水文情况对越冬期间食物的可持续利用性

产生了重要影响 [28]。本研究识别了鸻鹬类的关键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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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区，阐明了影响洞庭湖湿地鸻鹬类分布的关键环

境变量，强调了洞庭湖作为鸻鹬类的中途停歇点和

越冬地，在保护鸻鹬类栖息地和湿地生物多样性方

面的重要作用。

3.2  关键宏观生境因子对鸻鹬类分布的影响

环境变量对鸻鹬类水鸟的分布有较强的影响，

浅水面积、人为干扰和水文连通性是影响鸻鹬类水

鸟分布的关键生境因子，且影响鸻鹬类分布的关键

环境变量因形态特征而异。因此，生境条件是决定

不同形态鸻鹬类分布的重要因素，包括适宜栖息地

面积等非生物因素，以及底栖动物密度和人为干扰

程度等生物因素。

跗跖和喙等形态学特征决定了鸻鹬类水鸟进入

适宜栖息地的深度和觅食深度。在以往的研究中，

也有学者发现鸻鹬类只能在水深 0~20 cm 的浅水中

觅食，水深是限制鸻鹬类利用的最重要因素 [29-30]，

且鸻鹬类水鸟数量与浅水面积的变化密切相关 [27]。

本研究同样发现，东洞庭湖 5 个核心区中 LB-L 和

LB-S 鸻鹬类丰度与浅水面积呈显著正相关。浅水

面积是影响 LB-L 和 LB-S 鸻鹬类丰度的关键环境

变量，这与 Ma 等 [30] 的研究结果一致，喙和腿较短

的小型物种相比于大型类群更不易于在深水栖息地

觅食。因此泥滩区被认为是小体型鸻鹬类的最佳栖

息地 [29]。然而，泥滩暴露时间过长会导致表层湿泥

形成固泥，最后形成干泥，干泥基质对喙的抵抗力

太强，使得鸻鹬类觅食受到限制。对此，环境管理

者可实施水位适宜性管理，营造不同水深的适宜栖 
息地。

人类干扰的潜在风险是影响水鸟种群及其分布

的重要环境变量 [8]。研究结果表明，LB-L 鸻鹬类对

人类干扰的反应比 LB-S 和 SB 鸻鹬类更强烈，这

可能有几个因素造成的。首先，LB-L 鸻鹬类比体

型较小的物种更不灵活且更不适应空气动力学，可

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或空间来逃脱 [31]。其次，体型较

小的物种可能需要更多的觅食时间来满足相对较高

的能量需求，因此可能会对人为干扰做出更晚的反

应，以最大化觅食时间 [32-33]，这也可能是人类干扰

对 SB 鸻鹬类分布的解释较低的原因。因此，在本

研究中，虽然春风湖和红旗湖有适宜的栖息地面积，

但这两个核心区的鸻鹬类数量相对较少，这也可能

是由于该地区存在一定的人类活动。对此，管理部

门应加强湿地管理，划分湿地准入和非准入区域。

一方面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加强监管，尤其在水鸟的

重点分布区 ；另一方面，可以划分垂钓区和水鸟保

护区。

水文连通性在湿地生态系统中用来指示水文循

环要素内部或水文之间的物质、能量或生物的转移。

与预期的结果一致，鸻鹬类的分布受水文连通条件

的影响。底栖动物是鸻鹬类的主要食物来源。有研

究表明，维持一定程度的水文连通性对支持大型无

脊椎动物的生存和生长至关重要 [9]。此外，水文连

通性与底栖动物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例如，

丁字堤水文连通性高，底栖生物密度高 ；春风湖连

通性最低，底栖生物密度最低。水文连通性可以通

过影响底栖动物间接影响鸻鹬类。因此保持水文连

通性对维持底栖动物生存和生长至关重要，食物是

水鸟能否顺利越冬的基础，也是评估湿地修复是否

有成效的关键环节。

虽然本研究并未发现退水速率是影响鸻鹬类分

布的关键环境变量，但有研究表明，鸻鹬类高度依

赖于退水后提供的适宜觅食条件 [34]，且不同物种对

泥滩暴露的不同微生境的利用各不相同。例如，在

葡萄牙的塔霍斯河口，一些鸻鹬类种群跟随新暴露

的泥滩，被称为“潮汐追随者”。 这意味着泥滩出

现得越快，可以支撑的鸻鹬类数量就越多。相比之

下，灰鸻和红脚鹬在最近暴露或覆盖的地区很少，

只有在泥滩完全暴露时才会达到峰值，因此，这些

物种被称为“非追随者”[35]，由此，可以推测退水

速率可能与不同物种的觅食策略密切相关，仅在形

态水平上的分析可能会忽略单个物种的觅食策略。

3.3  底栖动物对鸻鹬类分布的影响

目前关于鸻鹬类水鸟食性的研究多集中在沿海

及河口滩涂地，较少有关于鸻鹬类水鸟在内陆湿地

的食性研究。底栖动物作为鸻鹬类的主要食物来源，

对鸻鹬类水鸟至关重要。本研究表明，水生昆虫和

颤蚓类是洞庭湖湿地的主要底栖动物类群，这一食

物构成与鄱阳湖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36]。近年来，

水环境恶化日益严重，底栖动物对水环境变化敏感，

洞庭湖水体总氮浓度导致寡毛纲、耐污摇蚊等水生

昆虫的比例上升 [37]。因此在研究区域中底栖动物以

颤蚓类和水生昆虫为主。鸻鹬类水鸟为了能在中途

停歇点或越冬地快速大量的补充能量，会选择性取

食多类别的底栖动物，底栖动物的种类组成和密度

对鸻鹬类水鸟利用栖息地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例

如，LB-L 鸻鹬类对底栖动物的选择依据底栖的密度，

在权衡觅食的成本和收益后它们优先取食分布最广

的底栖动物，从而高效补充物质和能量。本研究结

果显示浅水区域可以聚集更多的底栖动物。因此，

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浅水区都具有更高

数量的鸻鹬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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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S 鸻鹬类和 SB 鸻鹬类的分布仅与部分底栖

动物密切相关，这可以由几个因素来解释。其一，

可能是由于在不同的微生境中主动选择能量更大的

底栖动物，或者是由于较小的鸻鹬类对底栖动物的

处理能力有限 [38] ；其二，可能是因为 LB-S 鸻鹬类

和 SB 鸻鹬类的食物可及性比底栖动物密度或底栖

动物类型更有吸引力 [39]。鸻鹬类水鸟与不同深度的

底栖动物的关系，一方面，底栖动物在不同深度泥

滩中的分布存在垂直差异，由于自然斑块的分层组

织，如淤泥中的有机物或重金属的垂直分布导致了

底栖动物的垂直分布。另一方面，是与鸻鹬类水鸟

的取食方式有关。综上所述，底栖动物对鸻鹬类水

鸟的影响主要是基于底栖动物的密度以及鸻鹬类对

底栖动物的可及性。相比之下，食物的可及性比食

物的密度更为重要。 

4  结论

1）东洞庭湖是鸻鹬类的绝对优势分布区，且

主要分布于东洞庭湖的大小西湖和白湖。不同形态

的鸻鹬类在分布上存在差异，长喙长腿鸻鹬类主要

分布在白湖和大小西湖，长喙短腿鸻鹬类主要分布

在白湖，短喙鸻鹬类在东洞庭湖内部各核心区域间

的分布差异不显著。

2）鸻鹬类的分布受环境变量的影响，其分布

因形态特征的差异而不同。宏观生境因子中，影响

长喙长腿鸻鹬类分布的关键生境因子是人为干扰、

浅水面积和水文连通性，影响长喙短腿鸻鹬类分布

的关键生境因子是浅水面积，影响短喙鸻鹬类分布

的关键生境因子是人为干扰。微观生境因子中，鸻

鹬类受不同微生境中底栖动物密度的影响，且因形

态差异而不同。长喙长腿鸻鹬类与不同微生境中的

底栖动物关系密切，长喙短腿鸻鹬类和短喙鸻鹬类

仅与部分底栖动物密度显著相关。以上结果为理解

洞庭湖湿地鸻鹬类的分布提供了重要信息，有助于

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措施。

3）鸻鹬类是一种中小型涉禽，作为湿地水鸟

中的重要类群，其对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是环境

变化的重要指示器。因此，探究影响鸻鹬类分布的

关键生境因子，对维护鸻鹬类种群数量、洞庭湖湿

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管理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

作用。但内陆湿地关于鸻鹬类水鸟的研究几乎为空

白，因此内陆湿地关于鸻鹬类水鸟的研究值得深入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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